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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宁波钱庄实行过帐制度以后已经是“伦巴第银行”了。过帐制度的实施时间在 1810 年前后。过帐

制度产生了信用货币，社会的货币流通量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使传统金融业注入了近代金融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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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属于我国本土金融，与清末从西方借

鉴、引进的商业银行体系有很大的不同。现代商

业银行从本质上来源于西方的商业银行。但是对

于钱庄的属性，我国学术界进行过一定的讨论，

到现在为止的结论还是不属于商业银行范畴。而

笔者对此的研究结论却是，宁波钱庄已经完成了

从传统金融向商业银行的转身。其标志性事件就

是从 19 世纪初开始而到中叶完成的过帐制度。

那些实施过帐制度的宁波钱庄及各处的宁波模

式钱庄已经完全可以定义为本土商业银行。也就

是说，中国近代的商业银行产生于宁波钱庄。 

一、学者对本土商业银行问题的主要观点 

西方人来到中国后所发现的中国固有的钱

庄机构，一开始是称呼“Shroffshop”，后来，经

过接触，对钱庄的了解丰富起来，改称“bank”、

“old style bank”、“native bank”等。毫无疑问，

钱庄在他们眼里已经完全的认同为银行的一种

了。在台湾的学者，也是把票号与钱庄视为银行

的。[1] 倒是国内的学者不承认有商业银行性质的

本土银行的存在。当他们没有办法回避钱庄某些

事实存在的银行特征的时候，想象出一种叫做

“银行业”的诡异的论调，来自我说服。 

叶世昌先生一方面认为，钱铺就是银行，“它

的性质相当于欧洲的银行。欧洲的银行起源于货

币兑换业务，中国钱铺也是如此”。但是，同时

他又指出“欧洲的银行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性质

的金融机构，中国钱铺则没有完成这种转变”。[2]

意思是说，钱庄类似于欧洲早期的银行，但不是

近代的商业银行，也就是没有发育进化。这里他

是把银行作了阶段性划分，钱庄不属于“伦巴第”

（Lombard ）银行性质。 

黄鉴晖先生比叶世昌走得更远。他也是不承

认钱庄的商业银行属性的，而且提出借贷说，即

以借款人的身份作为银行业的标准。“不论钱庄

还是银号，在鸦片战争前一般说仍是从事货币兑

换的组织，属于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无关，即

使被称为银行、银行会馆，也不是经营存放款业

务的银行业。”他主张必须“以借款人的面貌来

区分生息资本的性质，只要借贷货币实际转化为

资本并生产一个余额（利息是其中一个组成部

分）时，它就属于借贷资本，就是银行业”。[3] 

张国辉先生对钱庄的买办性偏见影响了他

的进一步研究。他也是不承认钱庄的商业银行属

性的。不过他还是看到并且指出钱庄业在 19 世

纪末有生产性贷款的事实，“钱庄资本对新式工

矿企业联系逐步扩大，意味着钱庄业在性质上的

不断变化，这是钱庄日益资本主义化在一个方面

的反映”。[4] 

孔祥毅先生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学者，他在钱

庄与票号性质上释出了混乱的信号。一方面他说

“鸦片战争前，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没有银行

的”，所以他对山西票号称为货币资本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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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称属于资本主义的高利贷性质的范畴。但是在

另一方面它又提到“山西票号有着与中世纪欧洲

银行业一样的历程……这些在东西方银行业有

着许多相似之处”。笔者已经注意到他在这里点

出了银行业与银行的区别，不幸的是，他又说，

银行不只定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范畴，而是

定位于其中不同社会形态的范畴，不可想象都是

一样地建立在商品交换和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

却是一样的以货币作为自己专门经营对象的金

融组织，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称作银行，而在其

他社会形态下就不能叫银行。[5] 

刘秋根先生的研究结论是肤浅的。他说：“银

行业与银行是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概念，银行属

于银行业，但银行业不只银行，还包括一些其他

的金融机构，故而早期银行业的研究，不能只从

货币经营资本，即钱铺、钱庄这一条途径入手。

也就是说，只要有了比较固定的经营机构，有较

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存款及经营性放贷在其业务

中占有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早期银行业便可

以说形成了。具体就中国 15-18 世纪而言，不仅

钱庄、银号、帐局属于早期银行业，比之更早的

典当铺以及钱铺、放帐铺也同样是早期银行业。

而早期银行业业务除存款、放款、汇兑、钱币兑

换之外，更有过账业务及钱票发行等新业务，这

是早期银行业机构形成为综合性金融机构的表

现。”[6]  

以上学者，之所以提出这些观点，不肯承认

钱庄的商业银行属性，是基于一种共同的认知上

的误区。即商业银行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近代中

国属于封建主义范畴，所以如果承认钱庄的商业

银行性质，与前面的预设立场产生逻辑上矛盾。

显然他们忘记了，封建社会内部也包含有一定的

资本主义因素的，那么钱庄的商业银行性质也属

于资本主义因素之一。另外，从鸦片战争以来的

历史事实正是封建主义逐步削弱，资本主义逐步

增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钱庄转型为商业银

行完全合乎逻辑。 

二、过帐制度的产生 

对过帐制度，长期以来有学者予以关注与考

察，有确凿可信的材料证明至少在 19 世纪中叶，

在宁波钱业就推行过账制度，并通过上海为舞

台，向全国推广，成为全国钱业中的普遍遵从和

有效实施的管理制度和规则。 

存世的同治三年前的钱业《庄规》，其中有

条款如下：“—议外行划帐，其数以三十元起码，

多则照数，须于当晚抄录，次早汇集公所划清，

如少数未符，不虑徇情，公议照罚。—议同行持

簿来对者，帐上设有未符，无论同行外行，数目

不合当时道明指驳，勿得含混答应，希图隐匿，

倘至受错之家查出，不惟所错之数，照数加罚并

须倍罚。”①同治三年为 1864 年，此项《庄规》

上证明至迟 1864 年宁波已经全面系统地实施了

过帐制度。作为一个相当完善有效的系统工程，

其发轫、草创、试行、完善、修缮应该不是一己

之力或一役之功，所以学术界争论点就集中于大

致何时宁波钱庄开始施行过帐制度。 

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专家斯波义信详尽系

统地研究了明清以降宁波商业和社会，在《宁波

及其腹地》一文中说：“过帐制度确实是在十六

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由宁波人所

创立。”[7] 这纯粹是一种推测，缺乏足够史料支

持。 

美国著名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

宁波钱庄的过帐制度可能与十六世纪开始在日

本流行的“大福帐”有关，宁波钱业借鉴了这一

体系并加以改造。[8] 

王恭敏先生认为过帐制度应该产生于 1843

年至 1844 年之间，也即宁波开埠后。叶世昌先

生在《中国金融通史》中认为，过帐制度的产生

应该在 1826 年左右，依据是《宁波钱业会馆碑

记》。“今宁波钱肆通行之法，殆庶几矣……吾闻

之故老，距今百年前，俗纤俭，工废著，拥巨资

者率起于商人。习踔远，营运遍诸路，钱重不可

赍，有钱肆以为周转。钱肆必富厚者主之，气力

达于诸路，郡中称是者可一二数。而其行于市，

匪直无银，乃亦不专用钱，盖有以计簿流转之一

法焉。大抵内力充，诸肆互相为用，则信于人人，

故一登簿录，即视为左券不翅也。其始数肆比而

为之，要会有时。既乃著为程式，行于全市。其

法，钱肆凡若干，互通声气，掌银钱出入之成。

群商各以计簿书所出入，出畀某肆，入由某肆，

就肆中汇记之。明日，诸肆出一纸，互为简稽，

数符即准以行，应输应纳，如亲授受。”② 

徐寄安 1932 年著有《过帐须知》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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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过帐制度之起源，盖在逊清咸丰年间。是时

流行于市面之货币，除现银外，厥惟铜钱，营金

融业者多以钱为中心货币，钱庄命名之由来，即

在于此。铸钱之铜多取给云南，洪杨作难，滇道

绝阻，原料之供给短缺，市上所有货币，不足以

供需要。东南乃有钱荒之患，时上海市场犹属草

创，东南沿海商业，宁波实执牛耳，钱荒之患，

当为殊甚，乃谋增加货币效用之办法，过帐制度

遂应用而生……，初以制钱过帐，海禁即开，社

会多用墨洋，固而易钱为洋，沿用迄今，已有八

十余年历史”。③ 徐寄安的过帐制度起源的说法

为后人接受，成为主流观点，徐世治在《宁波钱

业风潮报告》一文中也是这种观点的沿袭。季素

曼（Jones Susan Mann）也基本引用于此。 

民国《鄞县通志》也是这样记录的，但同时

又提出，张恕所撰的《碑记》讲到咸丰二年（1852

年）鄞县县令段光清曾发布告示中有“地丁钱每

两照甬江过帐钱二千陆百文，秋米每石照甬江过

帐钱肆千陆百文”这样的话，那么过帐制度应该

更在咸丰之前。④ 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咸

丰二年里，曾说过“又鄞县一缺，向无公用，今

定每两二千六百，无分红白，民间既不偏枯，官

用亦足开销”，[9]61 两相印对，《碑记》的记述可

靠的。《年谱》一书是被后人发现，于 19 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不存在《鄞县志》作者从中参

考的问题。《年谱》在 1858 年准确记述了“进出

只登帐簿”的过帐方法。 

至此可以清楚地知道，至少在 1852 年，过

帐制度的影子已经在宁波钱庄投射，并且被地方

政府所承认并应用于主要的财政经济活动。那么

太平天国运动导致钱荒而催生过帐制度的说法

就不怎么可靠了。《钱业会馆碑记》作于 1926

年，据它的记述，百多年前，当在 1826 年前，

叶世昌先生也是依据这一材料推算的。 

新发现二则材料讨论过宁波钱庄的过帐制

度问题。一是 1918 年因为宁波金融市场的严重

的现水问题导致钱庄停止过帐，引起各方震动，

时宁波旅沪同乡会专门呈文北洋政府财政部。其

中说“伏查吾甬商埠数百年来习惯，全恃过帐为

信用，故称之曰过帐码头，而现洋之流通无几，

商业则极繁盛”。[10] 

另一则材料也是因该现水问题，宁波钱业同

业公会因宁波旅沪同乡会出面调停时的致书该

会《甬江钱业对于革除现水之意见》，“钱业庄规

向例缺单庄家，其所划缺单应向多单认息拆借，

而多单庄家亦不能将所多划洋逼令缺单还现，同

业互有多缺，互相通拆，以划还划，向不取现，

行之百余十年，成为惯例”。[11] 

把过帐制度说成数百年历史，虽与斯波义信

说法一致，但是不可靠的。它只是为了强调而说

的，它可能把宁波钱庄的历史与过帐制度的历史

混同了。 

1918 年上推 110 年，大致在 19 世纪初年。

此话出自钱业中人，且有确切的时间表，与碑记

也较接近，应该是相对可信的。 

钱业是一个封闭的专业集团，以学徒方式相

传，传说中的可信程度应该颇高。笔者对上述材

料进行详细认真的研究和解读，试图找到共同的

基点来说明过帐制度发生的机理。以笔者的经验

知识，自以为找到了一种比较符合逻辑的、能够

对上述说法以合理的解释。其实是人们对过帐制

度的认知产生不同解读而导致理解上的差异。罗

马不是一天筑成的，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

程，而且是关乎民生经济最重要元素的金钱的交

易，岂可能闭门造车，一夕而就。即使能形成完

整的制度设计，还有市场接受性问题。只有通过

不断试错、试行、修改、修订、修正达到完善、

完备、完整、完竣。 

试将过帐制度系统分解为三个主要阶段与

过程：记帐阶段、过帐阶段、票据交换阶段。也

就是说，过帐制度是从 1810 年代记账阶段开始

形成，历时几十年时间直到 1856 年形成同城票

据交换模式最终完竣的。 

记帐阶段就是开户。以前钱庄的借贷都是现

金交易，客户的借款都是记录在钱庄自己的统一

的帐簿下，没有分户帐。随着宁波商人对外拓展，

产生了较大规模的汇兑业务的市场需求。而且这

种汇兑业务是经常性发生的，它与钱庄之间的相

互依赖性增强，现金太重且有安全性问题，所以

要借助钱业的汇兑网络，“钱重不可赍，有钱肆

以为周转”。为了方便和提高效率，钱业发现，

可以给客户一个分户，汇入汇出都在这一帐户下

进行，也可以一次性存入，分次汇出，外地的大

宗汇款也不必急于提取，先存放在钱庄中此一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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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下，因为钱庄业都是拥有巨资的富商大户开

设，所以信用卓著，且负无限责任。对客户来讲，

每天现金搬来搬去，存在安全性考虑。另外，货

币要清点，辨别真伪（在今天都是个问题），钱

业有鉴别专家，具有相对优势。对钱庄来讲，帐

户开设，总有未被提取的资金，就可以将之运用，

只要流动性不出问题，又能把客户稳定巩固住，

《钱业会馆碑记》就是从这一角度说事的。 

过帐阶段。过帐即转帐，就是把钱从甲帐户

转到乙帐户。它是承接了记帐阶段而来，记帐只

是在本帐户项的收入付出发生的记载。过帐涉及

不同帐户的转移，记帐相当简单，过帐就复杂多

了，涉及收、支与钱庄三方，有客户双方认可，

钱庄证实，这需要相应的制度配套，否则会产生

纠纷。最初是在同一钱庄开户的行号帐户之间转

帐，只要交易双方能证实这笔交易的真实性，账

户上也有足以支付的资金，钱庄从中划帐就可以

了。这也开始进入过帐制度的核心问题，通过钱

庄的金融中介服务，以开户结算的形式颠覆了传

统的现金交易模式。商家之间买卖可以不必考虑

真金白银，代之以一种“虚本位”的过帐洋，这

就是为什么段光清县令发布公告中提及甬江过

帐钱问题。 

以笔者的研究，这一庄规订定在 1856 年，

理由在《庄规》中有一条：“一议英洋虽已行用，

所畅通者宁绍上海而已。故佛洋仍旧通用，然价

目不同应听来人，或英或佛，收付交易，公平作

价，勿得抬抑，以翼招徕”。⑤ 佛洋指西班牙银

元，英洋即鹰洋，指墨西哥银元，因银元上铸有

墨西哥国徽鹰图案。“1855 年，外商采取步骤把

墨西哥银元（俗称鹰洋）当成货币，就像在广州

作过的情形一样”，[12]24 宁波、绍兴、上海之间联

系密切，鹰洋的使用应该几乎是同一时间的，所

以说《庄规》订于 1856 年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1856 年正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那么与徐

寄安的说法正是相吻合的。太平天国 1851 年起

事，到 1853 年定都南京，由气势如虹转入对峙

阶段。云南回民，贵州苗民相率起事，才致云南

之铜无法外运，政府因缺乏原料不能铸造钱币。

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适应，

就患钱荒，而钱荒最为严重的是宁波。由于实行

金属货币的国家垄断制度，现金的严重缺乏使得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交换与生产受到影响。宁波之

所以患钱荒最严重，恰恰在于它出现了高速的经

济增长，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更大。原因在于对

外开放后，从事外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许多

宁波人转而从事外贸业务，并开始以上海为据

点。这可以从三件事情上体现出来。一是宁波籍

买办开始登上国际经贸舞台，出现了穆炳元、杨

坊等著名的买办，并提携、培养、吸收了一大批

同乡买办，很快的超越了广东籍买办，这部分人

贸易的资金来源初始阶段主要依靠母体宁波供

给。其二从外贸总额上可以发现，经过短暂磨合

期以后，中英贸易又开始迅速回升并快速发展。

1844 年，刚刚开放之初，英国人抱有很大的期

望，输华物品达 230 万镑，但是英国人不了解中

国人的消费需求与偏好，贸易遭遇冬天，到 1852

年才恢复到 250 万镑。其三是交易规模大幅度的

提高。以上海为例，1843 年来沪船只 44 只，共

8548 吨。五年后，1848 年计有 133 只，共 52574

吨。1843 年平均每艘船载重不到 200 吨，1848

年达到 400 吨。同样一船货物的价值也大为增

加，所需资金量必大增。 

经济在增长，产业规模在扩张，渴望从制度

渠道获得资金来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恰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不能获得正常货币供应

的补充，还有承担着筹措军饷的军需任务，这迫

使宁波人面对和思考。“谋增加货币效用之办

法”，实行同城范围的全面性的转帐结算和票据

交换制度，开始了实体货币（M0）到信用货币

（M2）的革命性变革，货币供应量的定义被第

一次深化，用一种虚洋本位与现金货币进行制度

对接，货币效率得以提高，同样的经济规模所需

的现金量更少，从现象上看是节约现金，本质上

就是创造信用货币。 

记帐是一种自我支付，没有很多的技术含

量，应该是从汇兑发展而来。但是不同帐户的转

移支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它是传统金融的最主

要的制度创新。它的浓厚的本土色彩应该没有受

到西方银行制度的影响。但是同城交换清算系

统，不能说没有受到 “伦巴第银行 ”的影响了 ，

因为 1773 年在伦敦伦巴第街上成立了票据交换

所。[13] 

那么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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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宁波，而不是广州、上海等其他地方呢？从理

论上说，广州人与西方的接触更早，西方的银行

制度应该是先向他们传播的。笔者的理解是因为

广东实行的是特许贸易制度，所有的西方人被限

制只能与指定的公行往来。公行充当了经纪人的

角色，彼此经常打交道，相互熟悉信任。西方人

把整条船上的货物交由公行出售，货款由公行代

收，出口货物也由公行采办，货款从中抵扣支付，

也就是说公行已经包含了简单的支付功能，也就

不必要另外的金融服务。广州城内的金融服务与

外商是阻断的。 

宁波发生钱患，货币供应量不足是催生这一

制度的外在要素，上海没有出现钱荒的问题。同

样是战争，怎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呢？这完全是

租界的缘故。当然宁波也有类似于租界的外国人

居留地，但其规模很小，人口不多，以致于在财

政上难以负担建立一个公共自治管理的机构的

需要。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战争使浙江大地遭受

极大的蹂躏与毁灭，而上海却因为战争格外繁荣

起来。很多人怀着对战争的恐惧前去租界寻找避

难所，租界的人口因此由 20 万增加到 50 万人，

新增加的 30 万人中，浙江的地主富商占据了相

当的比例。他们在去上海租界的同时，也一定会

把财产携带而去。上海一下子集中了江浙两地的

财富，货币短缺的问题也得到了缓和。在太平天

国占领宁波的时候，宁波人也把上海作为主要的

避难所。“时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一

定也把宁波市场的现金大量的输出上海。[12]13 

三、宁波钱庄是中国第一批本土商业银行 

之所以设定过帐制度作为本土商业银行产

生的起点，是有足够的历史事实与金融理论支撑

的。是因为基于它已经具备了商业银行的基本特

征与功能。以所遗存的关于过帐制度的历史资料

进行推演，两者在业务类型、业务方法、业务理

论基础上已无很大的区别了。 

首先，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需要一定的理论基

础。过帐制度的产生已经全面突破了旧的传统的

金融理论，而不仅仅是在技术手段上的革新，一

些崭新的金融理念与金融元素被注入到旧有的

金融框架上。在中国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情

况下，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仅局限于手持现金，

即 M0。而金属货币的投放又控制在政府手里。

从货币供给来讲，政府要增加货币的投放，也会

受制于金银铜等货币材料的生产能力，及其他必

需品的必须耗费，如开铸大炮、佛像塑造、民间

器皿等。民间社会为维持一定规模社会经济活

动，只能从节约货币使用量入手。钱庄收进款项，

把它存放取息，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并不因此会增

加，至多不过是把可能闲置的货币周转起来，发

挥效率。然而在过帐制度实行后，现金货币可以

参予流通，记帐货币也可以参予流通，全社会的

货币供应量因此大大地拓展。从狭义货币供应量

M0 扩大到广义货币供应量 M2。这样不仅仅在货

币理论上向前突进，大大深化，也使货币供应量

的主导权无形之中散落民间金融。通过过帐制度

的制度安排，宁波钱庄不是节约，而是大大的扩

大了货币供应量，从被动走向主动。按照现代金

融理论中的乘数原理，基础货币通过存款以一定

的系数膨胀。最后的结果，使货币供应量数倍于

最初存入的基础货币，这也恰恰是以现代金融原

理为基础的金融模式与旧有的金融模式的本质

区别。 

其次，一种更复杂，范围更广泛，层次更高

的同城交换系统的建立，不仅仅把同业钱庄，更

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纳入这一系统中，使钱庄

突出到社会经济的特殊地位。所有的同业钱庄包

括小同行钱庄，已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构成

一个有效的系统构造。在这里，你可以把钱存入

甲钱庄或在乙钱庄开户往来，资金总是在钱业系

统中周转，通过交换，同业拆借等方式可能进入

丙、丁钱庄，至于资金的最终流向已经无关紧要。

钱庄接受客户的支付命令来代理完成转帐交易

结算，钱庄从资金中介发展到了结算中介，是商

业银行最基本的特征。 

其三，从过帐制度产生的时机点来考察，也

有助于我们厘清钱庄的性质问题。过帐制度后的

钱庄已经开始慢慢地把服务对象从传统社会经

济转向对外贸易为主的新型经济体。以上海为中

心的外贸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宁波人恰是这一过程中的主角，这不需要笔者多

加议论。新的经济体必须要新的金融机关与配合

和服务，由是虽号仍为钱庄，其服务对象已经发

生明显的变化。有人看不到这一点，是囿于意识

形态的障碍。也就是说过帐制度的革新与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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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的蜕变正好是联结在一起。而最早的连结

不是近代企业的产生，而是在它之前的买办制

度。开放之初，在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

之间产生的巨大的制度落差，是无法实现安全对

接的。买办制度是一种较好的衔接器，使得双方

的交易费用最低，效率最优。对西方人来讲，中

国尚未产生立即接受它的制度形态的土壤，强行

直接登陆一定会产生碰撞，中国社会将会破碎

化，西方的贸易利益也同样受损。中国社会也没

有做好准备全面接受新的经济制度与组织模式，

买办阶级正好起到沟通的作用。买办阶级作为一

个活跃在对外贸易领域为主的群体，虽然不能根

除传统社会的烙印，但他们也正可以说是那个时

代的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与引领者。近代经济史

也证明了买办对近代社会转型的贡献。 

其四，制度创新的结果，使宁波钱庄业如虎

添翼，一些金融工具应用而生。如空盘投资交易

市场（类似于现在的货币远期），不可能想象在

传统金融框架下会产生如此新颖的金融事业。 

总之，过帐制度不仅仅使宁波钱庄获得制度

优势，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里傲视同侪，独

树一帜。更重要的是，它是旧制度的告别辞，宣

示本土商业银行的诞生。不是所有的钱庄可以称

为商业银行，也不是所有的宁波钱庄就是商业银

行。只有在实施过帐制度以后的那些有“伦巴第”

银行（Lombard bank）特性的宁波钱庄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中国本土商业银行。 

注释： 

①④⑤ 鄞县通志馆：民国《鄞县通志》，1951 年铅印本，第 72、

73、77 页。 

② 参见忻江明：《宁波钱业会馆碑记》。 

③ 参见徐寄安：《过帐须知》，《宁波文史资料》第十五辑，1994

年，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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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s a study about the origin of commercial banks in modern China. The banking transfer system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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